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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辽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互动交流
——基于散乐的研究

刘 嵬

［摘  要］契丹—辽音乐文化在保留北方草原民族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唐、宋及后晋音乐元素，与

中原汉文化形成了深层次的互动与融合，为中国多元一体音乐文化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

献。将散乐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重证据法，综合运用《辽史·乐志》等文献史料与辽墓壁

画等实物材料，通过系统考察其源流演变、宫廷与民间传播形态，深入探讨契丹—辽音乐文

化的创新发展路径。契丹—辽散乐在表演内容、乐器组合及服饰特征等方面，既保持了鲜明

的民族特色，又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原音乐元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元艺术形态。这一

研究不仅揭示了契丹—辽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更为理解我国古代多民族音乐文化交流提供

了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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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4世纪至 13世纪，契丹族活跃于中国北

方广袤的草原地区，因其以游牧生活为主，故被

誉为“马背上的民族”。契丹本民族文化体系是在

鲜卑、匈奴、乌桓等东胡族系的基础上建立的。

其音乐传统不仅延续了鲜卑文化的特征，同时也

受到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自 916 年耶律阿保机

立国以来，契丹乐舞在坚守本民族传统风格的同

时，积极吸纳汉、唐、后晋、宋等中原王朝乐舞

精华，构建起兼具民族性与多元性的艺术体系。

此乐舞体系不仅广泛服务于宫廷雅乐和民间庆典

活动，更在跨地域文化交流中反向滋养中原音乐

文化，于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

辽代 200余年的统治过程中，经历了“契丹”“大

辽”“辽”“大契丹”再至“辽”的多次国号更替，

侧面展现了其在本土回归与顺从中原之间的变化。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辽代始终处于草原本位政策

与汉化政策互动的状态之中。［1］在较为开放的文

化观念的推动下，辽代在音乐、舞蹈、文字、文

学、绘画及生活习俗等方面不仅保留了契丹民族

的独特风格，也融合了北方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

广泛吸纳了中原汉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逐步形成

了多元融合、兼收并蓄的艺术风格。在乐舞艺术

发展方面，《辽史·乐志》记载：“辽有国乐，有

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2］

在辽代宫廷乐舞体系中，除国乐主要保留契丹民

族的音乐传统外，其余多种音乐形式大多源自中

原地区。辽代推行的“番汉合治”政策为乐舞文

化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促

成了辽代与中原乐舞文化的广泛交流，促进了多

元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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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契丹—辽之散乐

任何艺术形式的兴衰演变，都与特定时代的

政治经济格局、文化艺术生态息息相关，散乐的

发展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据《辽史·乐志》记载：

“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

声。晋天福三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

盖由此矣。”［3］这段文字表明，辽代散乐是 938年

由后晋刘昫传入的，散乐表演融入俳优、歌舞等

元素，延续了汉乐府的传统。事实上，这种表述

是不确切的。五代契丹画家胡環在其《卓歇图》

中描绘了这样一个表演的场面：乐舞表演者处于

表演场地中心；其右侧两人正在进行角抵表演；

左侧描绘了戏马场景；右下方则呈现由 2 名箜篌

演奏者、1名琵琶演奏者、1名筚篥演奏者及 1名

拍板击奏者组成的 5人乐队（见图 1）。从中可以

看出，当时契丹民族就已经存在舞蹈、角抵、戏

马、杂剧等多种散乐表演形式，展现了丰富的艺

术生活。

另据《辽史·太祖上》记载，辽太祖耶律阿

保机平定诸弟叛乱后，处理相关事宜时，“有司所

鞫逆党三百余人，狱既具。上以人命至重，死不

复生，赐宴一日，随其平生之好，使为之。酒酣，

或歌、或舞、或戏射、角抵，各极其意。明日，

乃以轻重论刑。”［4］这段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

要信息：其一，从时间看，914年早于刘昫 938年

进献，证明契丹先前就有本民族的歌舞、戏马、

角抵等散乐形式；其二，从包含贵族平民在内的

300 余人“随其平生之好”看，这些娱乐形式已

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王国维先生认为：“角

抵”即百戏：“至武帝元封三年，而角抵戏始兴……是

角抵以角技为义，故所包颇广，后世所谓百戏者

是也。”［5］尽管百戏与散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

谓，但实质上指向相同类型的娱乐活动，所以说，

辽代散乐在辽代建立以前，就已经具有本民族特

色的歌舞、戏马、角抵等散乐形式，并通过对外

文化交流将散乐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充实，将散乐

在概念上有所外延。在唐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契丹与中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唐高祖武德六

年，契丹向唐朝示好，咄罗遣使进贡名马、丰貂，

拉开了契丹与唐朝交往的序幕。8 世纪初契丹与

唐朝仍然保持着朝贡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

916 年辽代建立。这种朝贡的关系为契丹与中原

在多方面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在此期间，辽代散

乐也受到了影响。至五代时，后晋皇帝石敬瑭在

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协助下建立了国家，后晋与辽

代的互动交流也为辽代散乐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938 年石敬瑭派伶官刘昫献雅乐、大乐、散乐乐

工 67人，以及散乐器和节目等，这一事件虽然不

是辽代的散乐正式形成的标志，但对契丹—辽的

散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不断的文化交

流，丰富了辽代散乐的形式与内容，促进了辽代

散乐与中原地区散乐的互动与交流，使辽代散乐

得以全面充实，发展成为一种在本民族原有角抵、

戏马等特色传统乐舞的基础上，融唐、五代、宋

的歌舞大曲、杂剧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艺术形式。

图1　故宫博物院藏副本胡環《卓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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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丹—辽与中原音乐文化互动交流之体现

（一）表演内容的融合与创新

契丹—辽在北方草原统治的 200 余年间，正

值中原地区经历唐、五代至宋的变革时期。这一

时期音乐文化的交流呈现鲜明的双向互动特征。

916 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政权。947
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国号改为“辽”。在政治治

理方面，耶律德光更全面地贯彻了“因俗而治，

番汉合治”的治国理念，实行较为开放的统治方

针。这一政策不仅有效缓解了各民族间的矛盾冲

突，还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快了契丹—辽音乐文

化与中原音乐文化的融合步伐，使契丹的乐舞艺

术呈现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貌。

1. 民族特色的保留与发展

契丹民族的强盛促使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得以

广泛展现。前文提及的戏马，作为散乐中的一种

马术舞蹈，正是契合游牧生活方式而产生的艺术

形式，赋予契丹乐舞文化以鲜明的生态特征。散

乐除戏马外，在不断的发展中吸收了大量中原乐

舞元素，尤其在宫廷散乐表演内容中与中原宋代

文化互通交流，趋向一致，呈现多样性的演出方

式，发展为一种集娱乐性、宗教性、政教性、兼

容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散乐是相对于国

乐、雅乐、大乐而言的一种音乐形式，如果说国

乐是契丹本民族乐舞，雅乐是具有政教性的宫廷

乐舞，大乐和散乐则是宫廷中用于朝贺、元会、

宴享的乐舞。散乐比雅乐、大乐更具有民族色彩，

内容也更加丰富，在演出时没有固定的表演程式，

除歌舞百戏以外，还包括戏马、角抵、手伎、俳

优等节目及乐器的表演。辽代的宫廷散乐多用在

大型典礼活动以后，常出现于宴享、朝贺等活动中。

2. 中原元素的吸收与转化

据《通典》载：“刘昫所传散乐，唯有晚唐伎

艺，辽初固属如此也。其后随宋转变，终成排当

乐次，即史志之所纪者，乃辽末之情形耳。”［6］散

乐在辽代的风格与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

化的，起初后晋刘昫带入辽代之散乐是具有晚唐

遗风的，当宋代建立后，宋代散乐传入，辽末宫

廷散乐在内容上更加充实。在《辽史·乐志》散

乐篇中，《辽册皇后仪》《皇帝生辰乐次》与《曲

宴宋国使乐次》对辽代宫廷散乐表演内容进行了

记载，可以从散乐表演内容中了解契丹—辽与中

原乐舞文化的互动交流。

《辽册皇后仪》记载：“呈百戏、角抵、戏马

以为乐。”［7］

《皇帝生辰乐次》记载：“酒一行：筚篥起，

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四行：阙。酒

五行：笙独吹，鼓笛进。酒六行：筝独弹，筑球。

酒七行：声曲破，角抵。”［8］

《曲宴宋国使乐次》记载：“酒一行：筚篥起，

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

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五

行：阙。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酒七行：筝独

弹。酒八行：歌，击架乐。酒九行：歌，角抵。”［9］

从上述三段记载可以了解辽代散乐表演的大

致形式与内容除歌舞、乐器表演外，还有角抵、

戏马、手伎、筑球、杂戏等节目。这些节目多数

来源于中原地区，这与中原文化对草原文化的深

刻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体现了当时散乐在表演

内容上与中原乐舞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借鉴，使辽

代文化具有了浓厚的汉化色彩。这种表演内容的

演变反映了辽代散乐从单纯吸收转变为创造性转

化的过程。

3. 文化互动具有双向性

在中原音乐对契丹—辽音乐产生重要影响的

同时，契丹、女真、渤海等少数民族的音乐亦在

两宋时期流传至中原地区，并受到广泛欢迎。［10］

北宋宣和年间，中原地区利用民族音乐曲调创作

了《蓬蓬花》《六国朝》《四国朝》《异国朝》《蛮

牌序》等乐曲。南宋时期，临安街市中“无图之

辈……唱《鹧鸪》，手拨葫芦琴”［11］，可见南宋民

间已普遍流行少数民族乐曲。同时，官员与士大

夫群体亦偏好“胡声”，尤其诸军各级将领尤为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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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蕃乐。宋代洪迈在《夷坚志》中也记载，江西

大将程师回曾“命其徒，击鼓吹笛，奏著乐”，表

现出对女真鼓笛音乐的热爱。少数民族音乐在宋

代广泛流行，尽管南宋中书门省多次颁布禁令，

意图整肃“声音乱雅”及军中“杂以胡声”的现

象，但各民族音乐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仍然无法

被遏制。

诚然，辽代散乐表演内容在本民族音乐文化

的基础上承袭于晋唐时期，融合于宋代，和中原

地区音乐文化产生了多元互动，但在乐舞文化的

发展方向上与中原地区呈现两个不同的方向。同

时期的宋代社会推崇文治，重文轻武，知识阶层

地位上升，整体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加之中原地

区历来重视历史的记录与传承，不仅有官方的修

史活动，民间也通过说书、戏曲等形式丰富文化

表达，为乐舞向文学性、故事性方向发展奠定了

基础。因此，中原地区的乐舞艺术逐步从以歌舞

为主的表演形态转向具有叙事性和戏剧情节的综

合性表演，纯粹的歌舞性演出逐渐被边缘化。而

辽代由于历史短暂，在统一以前一直处于松散的

部落联盟阶段，未有统一的语言与文字，契丹乐

舞的表演内容多为游牧生活的再现，抒发了草原

民族自由奔放的审美情趣。统一后，辽代统治者

以其宽广的胸襟与过人的胆识广泛吸纳中原先进

文化，改制治国，创建文字，但由于时间短暂，

积淀过浅，在乐舞发展方向方面仍有许多不足：

没有达到吸收融合并推陈出新的程度，只是在形

式上略加改变；没有达到中原地区融文学、戏剧

为一体的丰富多彩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

乐舞表演的独立性，没有丧失纯乐舞的本质。

（二）乐器配置的跨文化融合

乐器是音乐表现的重要手段，是人类文明的

象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民族特

征，其传播、演变与发展体现人类文明发展中的

文化碰撞、融合与交流，对乐器的选择与使用彰

显了时人对音乐的态度与理解。辽代散乐对乐器

的使用与配置充分体现其对外来音乐的包容与肯

定，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辽音乐文化与

中原音乐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据《辽史·乐志》

载：“散乐器：筚篥、箫、笛、笙、琵琶、五弦、

箜篌、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

鼓、鞚、拍板。”［12］散乐使用的乐器多数由西域传

到中原，经过长期的融合在中原流行开来，辽代

散乐之乐谱、宫悬、乐架等承袭于后晋，后晋又

承袭于唐代，宋代散乐也有唐代之遗风。所以，

从辽代散乐的乐器配置看，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

融通十分深入。笔者将河北宣化辽墓张世卿墓散

乐图 （见图 2） 与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散乐图 （见

图 3）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画面构图上看，画面中心位置为舞者，后部为

乐队。张世卿墓散乐图中有乐手 11人，白沙宋墓

散乐图中有乐手10人。

图2　辽代宣化辽墓张世卿墓散乐图副本

图3 北宋禹县白沙宋墓散乐图副本

为了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河北宣化辽墓张世卿

墓散乐图与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散乐图中的乐器配

置情况，笔者将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两座

墓葬在散乐图的绘画散乐图中的乐器配置情况进

行了比较（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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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两座处在不同时代、不

同地区的墓葬中却出现了近乎相同的乐舞形象，

乐队配置与规模也十分接近，那么，这样的现象

是否偶然呢？有学者认为，宣化辽墓与宋白沙墓

由于时间地理位置相近，其过高的相似程度有可

能是由于二者出于同一粉本或同一地区画工不同

年代的作品。基于这种疑问，在比对了大量辽代

出土乐舞图像后发现，这种相似阵形布局与乐器

配置的画像在辽代统治区域非宣化辽墓独有，在

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保存的两块辽代绿砂岩石板

散乐浮雕上同样有类似的画像：第一块浮雕画面

中乐舞表演者分成两排站立，前排为击腰鼓者与

女童舞者，后排为男性乐者，从左到右分别为大

鼓、拍板、筚篥、横笛、笙、琵琶等；第二块浮

雕描绘了女乐者吹奏、男童舞者起舞的场面，两

块浮雕画阵形布局呈反向对应。两块浮雕画在人

物位置、姿态、服饰等方面均与宣化辽墓十号墓

十分相似。此类散乐图像在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

辽萧氏墓等多处辽代考古文物中也可以找到，说

明辽代与宋代的散乐乐舞形制基本相同，反映了

辽代与中原乐舞发展的同步性与互融性。

《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记载：“契丹帝生日，

南宋遣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红牙笙笛、筚篥、

拍板……”［13］由此反映在契丹—辽与宋代的南北

交往中，乐器成为契丹—辽与中原交流互通的重

要媒介。通过《辽史·乐志》描述的辽代散乐使

用的乐器，大同元年辽灭后晋后“得晋太常乐谱、

宫悬、乐架”［14］，“辽雅乐歌辞，文阙不具；八音

器数，大抵因唐之旧”［15］，以及现存考古资料中

相关散乐音乐图像看，辽代散乐使用的乐器绝大

多数由西域传入内地，经过长期融合在中原地区

流传开来，被人们熟悉喜爱和经常使用。《辽史·

乐志》亦有相关记载：“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

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16］辽代散乐乐器基本沿

袭了中原乐器种类，在辽代散乐使用乐器中无契

丹本民族乐器，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契丹—辽对

中原音乐文化持有的包容与接纳，以及对中原音

乐文化的充分肯定。

（三）乐舞服饰的文化融合特征

受辽代“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统

治政策的影响，辽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融体现在

辽代散乐服饰搭配的多样性上。近年来，大量出

土的辽代墓葬壁画以直观的形式再现了辽代的文

化特色，其中最具特色的当数散乐图中的乐舞服

饰，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辽代服饰文化具有的类型

及特色。《辽史》记载：“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

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17］辽代在政治统治上采

取“南北面官”制度，实行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

不断加大与中原先进文化的交流，为契丹服饰艺

术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契丹服饰上的

变化印证了“实用先于审美”的说法，当政治经

济发展时，服饰也从原来的方便实用向艺术化、

审美化过渡。［18］《辽史》记载：“上古之人，网罟

禽兽，食肉衣皮，以俪鹿韦掩其前后，谓之靴。

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周公陈王业，《七月》

之诗，至于一日于貂，三月条桑，八月载绩，公

私之用由是出矣。契丹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

风犹未远也。”［19］基于长期从事游牧与狩猎活动的

生活方式，契丹本民族传统服饰以窄袖圆领短衣、

战袍、长靿靴、毡笠为主，服装设计以便于骑射

与劳动为原则，且不分贫富贵贱、不分阶层皆穿

之。契丹民族为马背上的民族，为了方便骑射，

并髡发左袵，窃为契丹之饰”［20］，短襦、左袵、髡

发和长靿靴是契丹人形象的重要特征。如韩家窝

铺六号墓 2 名乐工身着短襦，巴林左旗北山辽墓

散乐图中 3 名女子、羊山三号墓南壁乐师、敖汉

表1 宣化辽墓张世卿墓与禹县宋墓白沙墓散乐图乐器配置比较

序号

1
2

墓葬名称

河北宣化县张世卿墓散乐图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散乐图

人数（人）

11
10

乐队编制

箫、笙、笛（2人）、筚篥、琵琶、拍板、腰鼓（2人）、大鼓、排箫

箫、笙、笛、筚篥（2人）、琵琶、拍板、腰鼓、大鼓、排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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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北三家一号墓墓道两侧奏乐人都穿着传统左袵

长袍。另外，能体现民族服饰特色的还有戴于头

上的冠、帽、巾等饰物，总称“头衣”，也称为

“首服”。辽代和宋代的头衣主要是幞头，辽代与

宋代不同的是，辽代的头衣展裹脑后没有高山，

成半球形，斜下方软脚展脚。［21］在内蒙古库伦旗

辽墓、巴林左旗前进村辽墓、敖汉旗喇嘛沟辽墓、

辽宁喇嘛洞村鸽子洞辽墓等墓葬中，散乐人都佩

戴无高山幞头，此外，宣化辽墓乐舞图像四号墓

后室宴乐图中的乐人亦佩戴了这种没有高山幞头

的装饰。宋代的头衣则有高山幞头，在辽墓壁画

中亦出现宋式的高山展脚幞头。辽代服饰的等级

观念已经建立，对不同阶层身份的人在服饰上有

了具体的要求，只有担任一定官职的人才可以戴

幞头，普通人不允许佩戴，只可以髡发，敖汉羊

山1号墓的乐工就是典型的契丹髡发造型（见图4）。

宣化辽墓的散乐图呈现了契丹与汉式服饰在

形式与风格上的融合特征。在 9 幅散乐图中，一

号墓图中人数最多，而六号墓、七号墓和十号墓

则更为华丽，乐舞者普遍穿着汉式服饰。乐器演

奏者的服饰体现了规范和程式化，采用红、绿、

紫色圆领窄袖长袍、中单、内衬、蹀躞带、黑色

长靿靴和幞头，展现了一致性和礼仪性，与宋代

服饰相似。舞者服装兼具实用与美观，设计华丽

且复杂，蔽膝遮掩胯部，方便舞蹈动作。六号墓

和十号墓中的女舞者保留契丹传统服饰的特点，

梳高髻、螺旋发夹、面部贴黄、身着交叉短衫、

绿裤子、蔽膝和百褶裙，这与宣化辽墓其他壁画

中的契丹女侍者装扮相似，但更为华丽，表现精

心打扮。汉式乐师与契丹式舞者的结合展示了两

种文化在辽代乐舞服饰中的融合，尤其体现在幞

头设计上，如花脚如意幞头、牛耳圆顶幞头等，

具有契丹民族的粗犷特色。宣化辽墓中的乐师服

饰以窄袖圆领长袍为主，虽然与宋代相似，但差

异明显，乐师佩戴臂鞲，长袍下摆塞入腰间，露

出内衫和腰带，展现契丹游牧民族粗犷的风格。

在辽代散乐图中，多为汉人传统服饰形象，

且以宋代服饰形象最多，宣化辽墓散乐图中的乐

工基本是汉人官员装束，身穿红绿圆领长袍，腰

间系一条腰带，脚穿长筒靴。这种服饰不仅便于

表演，还有政治等级的意义。从整体看，这种等

级制度的服饰十分复杂，既是社会整体由游牧到

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受到了中原儒家观念的

影响。在同一画面中，辽代与中原服饰的交流不

仅体现在不同人物的不同形象上（见图 5），还体

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契丹与汉代服饰的混合搭配上

（见图 6）。辽代散乐以汉文化为主体，同时融合

了契丹民族的文化元素，体现了辽代与中原乐舞

表演及民族服饰文化的交融，生动反映了辽代与

中原之间乐舞文化的互动与交流。

图5　敖汉羊山一号墓奏乐图之一摹本 （副本）

图6 宣化辽墓六号墓散乐图局部 （副本）

图4　敖汉羊山1号墓奏乐图之一摹本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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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地位与意义

首先，从契丹草原本土游牧文化角度看，在

增加了与中原地区乐舞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乐舞

文化的互动交流后，辽代丰富了原有本土文化的

形式与内容，在特色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增加了汉

化色彩。自通过武力征战建立政权国家开始，辽

代形成了浩大的统治疆域和复杂的人口分类，此

状况下如一味恪守封闭的文化理念，必将为音乐

文化的发展制造重重矛盾。辽代统治者认识到契

丹原有游牧生活方式不能帮助统治者更好地维持

长期统治，在这种背景下，辽代制定了宽松先进

的“番汉合治”“南北面官”的统治政策。在这种

政策的驱动下，草原本土文化在学习汉代先进文

化后，创造了属于本土的文化形式，契丹大字、

小字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同时在音乐文

化上也取得了新的成绩。

其次，从中原汉文化角度看，唐宋五代繁盛

的乐舞文化受到周边民族地区各国统治者与人民

的喜爱，这种文化互动交流也推动了当时中华大

地整体艺术的发展。辽代将中原散乐应用于宫廷，

标志着中原地区宫廷乐舞中集政教娱乐为一体的

模式开始在辽代宫廷乐舞中占有一席之地。契丹

乐舞文化“学唐比宋”、承袭后晋，虽说发展不及

三代，但结合了中原文化与本民族文化后，形成

了中国音乐史中独特的艺术风格。

契丹—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意

义在于辽代通过融合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与中

原汉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辽代

广泛吸纳汉人，以“中国”自居，将自己称为北

朝，而将宋称为南朝，南北并立，实现了中国在

南北方之间、长城内外之间、农耕文化与游牧文

化之间、番汉文化之间、宋辽文化之间的互动交

流与融合，为中国丰富多彩且统一的文化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在乐舞发展史中，还有许多值得

我们去研究与探索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

交叉运用各种音乐研究方法，进而从新角度提出

新观点，使乐舞文化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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